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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溢出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 

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 

陈跃刚 张弛
1
 

(上海大学，上海 201899) 

【摘 要】：电子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行业，长江经济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企业数占我国的一

半以上。利用区位熵和空间自相关系数深入分析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态势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运用空间杜

宾模型检验知识溢出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本地区知识产出、研发技术人员、经济基

础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显著地促进周边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本地区知识产出、劳动力池、政府作用、工业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地提升本地电子信息产业聚集程度;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的集聚态势在逐步减弱，电子信

息产业的重心将从东部向西部转移，存在中心向外围扩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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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提出 

(一)文献综述 

电子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行业，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不同于其它制

造行业，电子信息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含量高、产品更新速度快、成本投入风险高、标准化要求高等特点。从美国制裁中兴、华

为事件，就可以看出电子信息产业的战略意义。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05.7 万亿，

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5 万亿，占比为 14.2%。据工信部介绍，我国 5G 网络建设已初具规模并正式商用。5G 固

定资产投资是 4G的 2倍，对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年增速贡献高达 4.5%。 

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7 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企业 15222 家，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九

省两市的企业数占我国的一半以上。电子信息产业不仅强有力地带动其它行业发展，提高产业附加值，而且对工业总产值贡献

10%以上，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电子信息产业在九省两市的分布态势如何呢?电子信息产业受什么因素影响集聚在长江经济带

呢? 

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企业空间集聚从过去寻求低价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有形的资源禀赋，逐步转向对知识禀赋、创新资

源等无形资源的需求。传统的资源禀赋、地缘优势等因素对产业集群的作用正逐渐减弱，知识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推动区域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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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群的关键因素。Marshall 提出集聚理论的同时，也提到了外部性，即溢出效应，后来学者们将集聚的动因归纳为劳动力蓄

水池、中间品投入和知识溢出。[1]Anselin等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知识溢出做了早期测度研究，从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的

角度描绘了空间外部性，即溢出效应的形成过程，也验证了集聚效应的存在。
[2]
Glaeser等指出知识溢出与产业集聚有着密切的

关系，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相同或相近产业的从业人员集聚在一起，为知识的传播和分享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从而促进地区产

业的创新和发展。[3]Almeida 等发现人力资源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活动促进了不同群体间的交流和互动。[4]Blomstrom 等对跨国

企业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通过对东道国进行投资，对当地的本土企业起到了生产示范作用，通过同东道国企业交易、合作过

程产生知识溢出。[5]Padilla-Pérez 收集墨西哥两地区 FDI主导的电子产业数据，检验发现由 FDI方式向东道国进行了技术转移。
[6]Keller 研究发现区域外部知识溢出效应的强度随着空间距离的加大而降低，这造成了知识创造、知识创新的组织有空间集中

化、产业专业化倾向，反过来也促进了产业集群内部的学习交流。[7]Bode对德国 90年代区域间的知识溢出进行探究，发现区域

间的溢出效应对地区的知识创造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8]
Falck 等评估了德国 1999 年实施以产业集聚为导向的政策，发现促进

了区域内企业的合作，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9]Ellison等利用美国制造业数据验证马歇尔的集聚理论，研究表明降

低原材料供应和成品供给的运输成本，促进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同时强化知识溢出效应。[10]Autant-Bernard 等研究法国地区研

发投入资金的知识溢出效应，发现企业空间聚集会对企业生产力造成影响，也带来了技术和效率的改变。[11]Caragliu 等对欧洲

264个领土单位 1999-2005年的专利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除了地理距离外，社会关系、认知、文化、技术等因素都会影响地区对

溢出知识的吸收能力。[12]国内学者对我国不同时间、地区也展开实证分析，同样得出类似的结论。王立平对高等院校研发活动

的知识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内高等院校能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知识溢出的空间范围和强度，同时也提升邻

近区域的知识存量。[13]赵勇等认为知识溢出，既可以在较近的空间范围内发生，也可以在比较大的空间范围内发生。[14]李婧等

建立代表经济距离的空间矩阵来描述区域间的关系，发现相邻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越小，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程度

就越大，越有利于知识的溢出。
[15]

韩峰等从专业劳动力可得性、中间产品可得性和知识溢出这三个维度，发现集聚对劳动力效

率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空间距离内显著和稳定。[16]张云飞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发现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

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产业集聚初期推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集聚引起的负外部性会抑制经济增长。[17]任英华

等认为地区之间的活动也是经济系统之间的活动，知识溢出效应不仅受到地理邻近性的影响，而且受到经济邻近性的影响。[18]

陈跃刚等研究城市群内部空间格局和知识溢出关系，发现长三角存在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技术邻近和地理邻近的作用较强，

信息邻近的作用较低，而经济邻近的影响不显著。[19]侯爱军等研究发现，在我国的东部地区，通过在空间范围中与他人发生信

息或知识的交流，人力资本会促进知识创造，显著提升区域知识产出。[20]李健旋等根据 Marshall外部性和 Jacob外部性的理论，

发现由于知识溢出对专业化溢出的吸收能力较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产业外溢出、国际贸易溢出

等其它形式的知识溢出有不同程度的正向作用。[21]刘雯认为专利反映了基于合作学习而形成的知识溢出，通过专利数据可以捕

捉到知识溢出的痕迹，研究了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22] 

知识溢出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包括知识的从传输方到接收方的整个扩散过程。已有的研究中对于知识溢出动态过程的

研究较少。个体或组织创造的知识是如何传播扩散?个体之间的知识交互如何进行?溢出过程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对产业集聚产生

怎样的作用?这些微观层面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究。本研究结合电子信息产业对新技术、新知识含量高的特性，深入分析知

识溢出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影响。 

(二)知识溢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设的提出 

知识溢出对产业集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知识溢出使企业可以有效地吸收外部知识，并

根据自身的生产目标来创新知识和技术。新的技术和知识会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的使用性能，降低生产成本。知识的溢出也能

为企业提供管理经验和技术指导，减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二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知识溢出不同于简单的知识扩散过程。知识

吸收后，并不是仅仅将知识直接投入生产，而是会持续的创新，形成新的知识。企业在吸收知识后，经过自身的消化和吸收，

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创新。产业集群内部新技术新知识产生之后，又会通过溢出的方式传播开来，并被其它企业获取，使得产业

集聚区内部的知识技术更新更快。三是提升企业知识存量。隐性知识具有抽象性、难以编码化的特点。为了获取隐性知识，企

业在区位选择上更倾向于在地理上靠近从事相关或相似产品的生产企业，从而形成产业集聚。集聚区内部企业通过非正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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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交流等形式的知识溢出，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知识存量。 

 

图 1知识溢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 

本研究在研究知识溢出与产业集聚关系时，结合马歇尔的产业集聚理论与电子信息产业的特点，考虑了劳动力池、政府作

用、经济基础和工业规模等控制变量，提出下列假设: 

H1:知识溢出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有影响，知识溢出强度越大，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H2a: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有影响，从业人员数量越多，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H2b:研发人员数量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有影响，研发人员数量越多，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H3:政府作用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有影响，政府作用的强度越大，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H4:经济基础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有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H5:地区工业规模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有影响，地区工业规模越大，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H6: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有影响，FDI越大，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二、研究对象界定、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研究对象界定与数据来源 

按照《电子信息产业行业分类注释》的划分，电子信息产业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行业，共 12个细分行业。本研究选取

的电子信息产业数据更侧重于制造工业，包括计算机制造、通讯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视听设

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制造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中 C39大类。 

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范围包括九省两市，具体划分为东部两省一市(上海、浙江、江苏)、中部四省(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西部三省一市(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基于各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特征和数据可得性，本研究选取的时间范围为 2007 至 2016 年，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局

的统计年鉴。 



 

 4 

(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利用电子信息产业的区位熵作为因变量，衡量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知识溢出的测度则选取专利数据，来度量各地区的知

识产出水平。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地区间的溢出效应。 

为了对产业集聚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本研究选取了多个控制变量。一方面根据马歇尔集聚理论中产业集聚的动因，

除了考虑知识溢出外，回归模型中还选取了劳动力相关指标，如行业从业人数、研发人员数量，对劳动力池的影响作用进行研

究。另一方面结合电子信息产业的特征，选取了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三个指标，来衡量

产业集聚中政府因素、地区经济因素和工业基础的影响。另外，模型还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指标，衡量 FDI对电子信息产业

集聚的影响。除此以外，模型还包含了虚拟变量来区分各省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东部三省市、中部四省和西部四省市分别对应

(1,0)、(0,0)和(0,1)。 

表 1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符号 变量描述及单位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产业集聚 LQ 地区区位熵系数 2.5094 0.0288 0.7302 0.6510 

自变量 知识产出 Patent 年专利授权数量(件) 40952 176 5251 7001 

控制变量 

劳动力池 

Labor 电子信息行业从业人数(万人) 1005 22 231 281 

Rdlabor 
大中型工业企业 R&D人员全时当量

(人) 
451885 5018 79767 97949 

政府作用 GOV 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亿元) 9982 768 3900 1944 

经济基础 GDP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77388 2741 19939 14125 

工业规模 CorpNum 地区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个) 2983 8 526 712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外资协议金额(万美元) 5955372 37397 1214568 1534246 

地理位置 
Zonel、

Zone2 
虚拟变量，区分各省地理位置 1 0 - - 

 

(三)模型构建 

1．空间计量模型 

为了减少样本的异方差性，对自变量取对数，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建模，如公式(1)所示。 

 

2．区位熵 

区位熵的计算方法为，某区域某产业占该区域所有产业的比重，与该区域所有产业占整个区域所有产业的比重之比，如公

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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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ij为 i 地区 j 产业的产值，ei为 i 地区的工业总产值;Ej为长江经济带 j 产业的工业总产值，E 为全国工业总产值。

当 LQ>1时，说明 i地区 j产业占比高于全国水平，存在集聚态势;反之，则不存在集聚态势。 

3.Moran’sI 

Moran’sI是反映空间集聚程度的指标，计算过程如公式(3)所示。 

 

其中，xi、xj分别为 i地区和 j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工业总产值，wij为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本研究利用经纬度计算欧式

距离，距离的倒数即为 wij的值。两地相距越近，赋予的权重越高;反之，距离越远，赋予的权重越低。 

三、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态势及其空间分布格局 

(一)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态势 

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电子信息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从 2007 年的 1.6 万亿，增加到 2016 年的 4.5

万亿，增长了 1.6倍。从东中西三大板块看，东部从 2007年的 1.5万亿，增加到 2016年的 2.7万亿，增长了 83.9%;中部从 2007

年的 1250.6亿，增加到 2016年的 9208.1亿，增长了 6.3倍;西部从 2007年的 669.7亿，增加到 2016年的 8128.6亿，增长了

10.6 倍。从各个省市看，增长最快的省市有重庆、湖南、贵州、安徽，分别增长了 73.2、27.9、22.0、17.1 倍，都超过了 10

倍，江西、四川、云南、湖北、江苏尾随其后，分别增长了 7.7、4.8、2.7、1.8、1.3 倍，都翻了一番甚至几番，而浙江、上

海只增长了 81.4%、2.1%。 

从电子信息产业的内部结构看，东部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从 2007年的 88.5%，下降至 2016年的 61.4%，但是仍然占绝大多

数份额，中部、西部比重均获得较大提升，中部从 2007 年的 7.3%，上升至 2016 年的 20.5%，西部从 2007 年的 4.1%，上升至

2016 年的 18.1%。从各个省市看，东部两省一市均步入下降通道，上海、江苏、浙江分别从 2007 年的 29.3%、48.3%、10.7%，

下降至 2016 年的 11.3%、42.7%、7.3%;重庆、湖南、贵州、安徽均步入快速上升通道，分别从 2007 年的 0.3%、0.5%、0.1%、

0.7%，上升至 2016年的 8.9%、5.7%、1.1%、5.3%;江西、四川、云南、湖北也表现不俗，分别从 2007年的 1.2%、3.5%、0.1%、

4.7%，上升至 2016年的 4.2%、7.7%、0.2%、5.1%。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发展由出口导向

型战略转向扩大内需战略;2010 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新一代信息技术被确立为重点培

育与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5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出台《国务院关于

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201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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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到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

级发展战略，等等。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一方面，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促使产业链重新布局，如

阿里巴巴抓住移动互联网的机遇，为浙江确立消费大数据的主导地位，成为订单分配者;另一方面，电子信息产业由东部沿海地

区加快向中西部特大城市、大城市迁移，如合肥的中科系、武汉的光谷系，以及成都、贵阳的电子、光电产业等。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2013年贵州提出“数字贵州”，到当下的“云上贵州”，“换道超车”战略带动电子信息产业出现急剧增长，2013至

2016年，仅仅四年就增长了 7.3倍。 

东部是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尤其是上海和江苏两地，区位熵是最高的，表现出高度的集聚态势，如

表 2 所示。重庆、四川的区位熵上升得非常明显，2007 年还是 0.1448、0.6289，并未出现集聚态势，到了 2012、2013 年，分

别为 1.3234、1.2015，都超过 1，意味着出现集聚态势。 

表 2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区位熵 

区域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东部 

上海 2.5094 2.3631 2.2682 2.2624 2.0956 2.0172 1.8713 1.8190 1.8676 1.7900 

江苏 1.7912 1.7060 1.6645 1.6368 1.6082 1.5691 1.5054 1.4264 1.4694 1.4191 

浙江 0.5861 0.4867 0.4249 0.4455 0.4454 0.4459 0.4666 0.4702 0.5051 0.5563 

中部 

安徽 0.1930 0.1691 0.1703 0.1849 0.2645 0.3198 0.3709 0.5104 0.5954 0.6401 

江西 0.2367 0.2649 0.2966 0.3320 0.3717 0.4204 0.4015 0.5059 0.5549 0.6650 

湖北 0.9836 0.7889 0.7664 0.6201 0.5369 0.5064 0.4856 0.4931 0.4877 0.5575 

湖南 0.1220 0.1558 0.2033 0.1942 0.3178 0.4284 0.5455 0.5624 0.5843 0.7595 

西部 

重庆 0.1448 0.1536 0.1831 0.2869 0.8020 1.3234 1.5710 1.7913 1.8097 1.9612 

四川 0.6289 0.5706 0.6260 0.6452 0.7812 0.9949 1.2015 1.2521 1.1883 0.9802 

贵州 0.0979 0.1130 0.1307 0.1191 0.1005 0.1138 0.0882 0.1598 0.3342 0.5008 

云南 0.0615 0.0615 0.0615 0.0615 0.0615 0.0615 0.0615 0.0615 0.0288 0.0926 

东部 1.3569 1.2788 1.2298 1.2213 1.1889 1.1595 1.1152 1.0653 1.1053 1.0815 

中部 0.3458 0.3168 0.3271 0.3002 0.3288 0.3687 0.3974 0.4517 0.4828 0.5675 

西部 0.3074 0.2980 0.3391 0.3653 0.5244 0.6967 0.8352 0.9236 0.9356 0.9187 

 

东部区位熵明显高于中部、西部，虽然出现下降趋势，但是始终大于 1，说明东部产业集聚程度高于中部、西部，一直保持

集聚态势，但集聚程度趋于下降;中部区位熵虽然稳步提升，但是仍然小于 1，说明中部产业集聚程度有小幅度的上升，但并未

呈现出集聚态势;西部区位熵的变化幅度是最大的，2007年 0.3074，到了 2015年，增长到 0.9356，之后数值趋于稳定。西部区

位熵增长主要来自于重庆、贵州、四川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由于云南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差，导致西部区位熵没有超过 1，

还未达到产业集聚态势。虽然东部仍是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重心，但是影响力在逐渐降低。 

(二)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分布格局 

2007至 2016年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全局自相关系数均大于 0，表明区域内电子信息产业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具有一定

的集聚态势;全局自相关系数从 2007年的 0.305 降到 2016年的 0.087，出现下降趋势，说明区域内电子信息产业的空间相关性

在降低，产业集聚态势在不断减弱，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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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全局Moran’sI指数的变化 

由图 3、4、5、6，可以比较 2007、2010、2013、2016年四个年份局部自相关系数的横截面数据变化，厘清长江经济带电子

信息产业分布格局的演化过程。 

一是东部江苏、上海一直位于高—高象限(第一象限)，表明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一直超过长江经济带的平均水平，属于最

强的两个省市，同时被产业发展水平高的省市所包围，溢出水平高，带动了周边省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呈现集聚态

势。但是，由于上海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速度放缓，出现不断向低—高象限(第二象限)靠近的趋势。 

二是东部浙江从高—高象限(第一象限)，在 2010年就移动到低—高象限(第二象限)，说明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增长速度缓慢，

被发展水平高的省市所包围，产业规模已经落后于长江经济带的平均水平。这可能与浙江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有关，发展重

心由原来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转变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信息服务业。本研究选取的数据不能反映浙江在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

级变化。 

三是中部安徽、江西从低—高象限(第二象限)移动到低—低象限(第三象限)。2007 年位于低—高象限(第二象限)，说明自

身产业基础差，但周边省市产业发展水平高，如东部两省一市，但并未与周边省市产生协同效应。在 2013年移动到低—低象限

(第三象限)，表明两省的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虽然在稳步增长，但没有达到长江经济带的平均水平，周边相邻省市电子信息产业

增速放缓，如浙江，并没有受益于区域间的协同创新发展。 

三是中部湖南、湖北两省与西部四省市一直位于低—低象限(第三象限)，说明中部、西部省市原来的产业基础就比较薄弱，

自身产业规模还达不到长江经济带的平均水平，自身没有产业优势，周边省市的产业基础也比较薄弱。 

四是西部重庆、四川虽然位于低—低象限(第三象限)，但是位置有明显变化，不断地朝低—低象限(第三象限)与高—低象

限(第四象限)交界处靠近，表明重庆、四川电子信息产业获得快速发展，横坐标小幅移动，说明两省市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在不

断接近并超越周围省市，自身产业规模也将达到长江经济带的平均水平。四川在 2013 年，重庆在 2016 年纷纷移动到了低—低

象限(第三象限)与高—低象限(第四象限)交界处附近。 

综上，东部省市产业基础雄厚，是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重心，但增长速度缓慢，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增长

势头迅猛，中部四省的产业规模也在稳步提升，从发展趋势看，长江经济带的集聚态势在逐步减弱，电子信息产业的重心由东

部向西部重庆、四川、贵州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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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7年局部Moran’sI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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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0年局部Moran’sI散点图 

 

图 5 2013年局部 Moran’sI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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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6年局部Moran’sI散点图 

四、知识溢出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影响 

(一)模型选择 

在模型的选择上，通过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和瓦尔德(Wald)检验来判断是采用 SAR模型、SEM模型还是 SDM模型，再利用

霍斯曼(Hausman)检验判别面板数据模型采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由表 3可知，检验的统计量都非常显著，说明该模型的扰

动项和被解释变量都存在空间效应，使用 SEM 模型和 SAR 模型都是合理的。先构建同时支持 SEM 模型和 SAR 模型的更稳健的广

义空间模型，即 SDM 模型，然后通过对空间内不同地区经纬度欧式距离进行测算，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再对数据分别采用随机

效应和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利用 Hausman检验判别面板数据模型采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23]检验结果显示 P值为 0，代表该

结果在 99.9%的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 3 LM检验、Wald检验及 Hausman检验结果汇总 

模型检验 统计量 p值 

LM test 32.48 0.0000 

Wald test 27.15 0.0001 

Hausman test 60.55 0.0000 

 

(二)回归分析 

以区位熵为因变量，运用 SDM 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经典模型为 OLS 估计结果，模型 1 和

模型 2为 SDM估计结果。 

首先，从拟合程度来看，OLS回归模型拟合系数为 0.6078，略低于回归模型 2，说明 SDM模型的拟合程度略优于 OLS回归模

型。其次，模型 1和模型 2的空间相关系数都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空间相关性。最后，模型 1与模型 2中知识溢出(Patent)

对产业集聚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本地知识存量可以通过溢出的方式提高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 

虽然 OLS 回归模型中大部分变量都对产业的集聚度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无论行业从业人员(Labor)还是研发人员

(RDLabor)都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这与实际经验存在差异。虚拟变量是否为西部省市(zone2)显著，说明除了模型中影响因素

外，西部省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区位熵仍然比平均水平低 0.2749单位。还有其它因素对不同省市产业集聚程度造成影响。在两个

SDM 模型中，虚拟变量 zone1、zone2 在计算中被识别为冗余变量被系统剔除，表明该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

产业集聚程度的差异。 

表 4 OLS、SDM模型回归结果汇总 

变量 经典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In(Patent) 
0.3793*** 

(3.60) 

0.5122*** 

(4.61) 

0.5011** 

(2.38) 

ln(Labor) 
-0.1128 

(-0.98) 
 

0.5593***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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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RDLabor) 
0.0810 

(0.55) 
 

0.2905*** 

(3.81) 

In(GOV) 
0.4199** 

(2.20) 
 

0.5618* 

(2.25) 

ln(CorpNum) 
0.4608*** 

(6.55) 
 

0.3077*** 

(3.88) 

In(GDP) 
1.0533*** 

(3.36) 
 

-0.3211* 

(-1.11) 

ln(FDI) 
0.4434*** 

(6.52) 
 

0.2981* 

(2.23) 

Zonel 
0.3587 

(1.64) 
 - 

Zone2 
-0.2749*** 

(-2.68) 
 - 

Wxln(Patent)  
0.1974** 

(2.42) 

0.1982* 

(1.73) 

Wxln(Labor)   
0.4071 

(1.22) 

Wxln(RDLabor)   
0.2036* 

(1.69) 

Wxln(GOV)   
0.2423* 

(1.88) 

Wxln(CorpNum)   
0.2970* 

(1.85) 

Wxln(GDP)   
1.1527*** 

(2.79) 

Wxln(FDI)   
-0.0938 

(-1.03) 

SpatialRho  
0.2585** 

(2.39) 

0.2670** 

(1.98) 

R-sq Within 0.6078 03089 0.6826 

N 110 110 110 

 

注:*p<0.1,**p<0.05、***p<0.01 

(三)结果讨论 

为了进一步了解模型中各个影响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作用，把回归结果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如表 5 所示。直接

效应表示本地区某一自变量变化一单位对该地区区位熵(即产业集聚程度)的平均作用;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表示该地区周

边区域某一自变量变化一单位对本地区区位熵(即产业集聚程度)的平均作用。总效用则是区域某一自变量整体变化一单位，直

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对本地区区位熵(即产业集聚程度)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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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回归结果的分解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Patent) 
0.4826** 0.1937* 0.6763** 

(2.30) (1.79) (2.52) 

ln(Labor) 
0.5524*** 0.3843 0.9368*** 

(3.43) (1.24) (2.62) 

ln(RDLabor) 
0.2920*** 0.1935* 0.4855*** 

(3.73) (1.70) (3.63) 

In(GOV) 
0.4331** 0.2100 0.6432** 

(2.17) (1.62) (2.53) 

ln(CorpNum) 
0.3114*** 0.1814 0.4928*** 

(3.72) (1.49) (4.34) 

In(GDP) 
-0.3470 1.1610*** 0.8139* 

(-1.20) (-2.72) (1.82) 

ln(FDI) 
0.2835** -0.1149 0.1686* 

(2.11) (0.70) (1.77) 

 

注:*p<0.1,**p<0.05、***p<0.01 

首先，分析知识溢出对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作用。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的集聚程度不仅受本地区知识产出的正向影响，

也受到了周边地区知识溢出的显著作用，H1得到验证。本地区知识产出每提高 1%，本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区位熵就会提高 0.4826

单位;另一方面，周边地区知识产出每提高 1%，本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区位熵就会提高 0.1937单位。这一结果验证了 Marshall

集聚理论中知识溢出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通过知识创新和知识交流的扩散，促进了电子信息产业的

空间集聚。 

其次，分析劳动力池对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作用。回归模型分别选取了电子信息产业从业人数和研发人员数量两个变量进

行了研究，发现从业人员的数量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本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集聚程度，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但整体上对电子

信息产业区位熵的影响还是正向显著的，从而接受 H2a。研发人员数量对电子信息产业集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的系数分别为 0.2920和 0.1935。研发技术人员不仅能提高本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水平，也能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周边地

区的产业集聚程度，H2b 得到验证。这一结果验证了 Marshall 集聚理论中劳动力池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对电子信息

产业集聚的作用相对复杂，一方面由于人员的流动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较大，本身具有地域归属感，产业的基础劳动力对产业

集聚的溢出作用不明显;另一方面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转型与发展，企业从过去简单追求低技能劳动力逐步升级为对高素质技术

人才的需求。 

再次，分析政府作用、经济基础、工业规模对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作用。政府财政投入的提高和地区经济基础的发展能显

著提升本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程度。政府财政支出每提高 1%，本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区位熵提高 0.4331单位，H3得到验证。

本地区的经济基础对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这说明经济基础对本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已经趋于饱和，但其对于周

边地区的产业集聚仍然能起到显著的溢出作用，表现出显著的总效应，H4 得到验证。工业规模对产业集聚的作用主要通过直接

效应体现出来，企业数量每提高 1%，本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区位熵就提高 0.3114单位。虽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溢出效应，但总

效应是显著的，接受 H5。电子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在人才引进、资金投入方面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产

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上下游相关企业的支持和配合。可能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或其它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之间的政府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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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同作用有限，政府作用受到了行政边界的限制。 

最后，分析 FDI对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作用。FDI对本地区的产业集聚表现出正向的推动作用，这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情况相符，H6 得到验证。但是 FDI 的作用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溢出效应，同时作用系数小于其他变量，说明该变量对产业集聚整

体的影响强度相对较低。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外资制造企业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同时本土电子信息企业的崛起进一步压

缩了外资企业在本地的市场份额。多种因素综合导致了 FDI只提高了本地电子信息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 

五、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本研究选取 2007 至 2016 年长江经济带九省两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区位熵和空间自相关系数深入分析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

产业集聚态势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知识溢出对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 

(1)本研究验证了 Marshall 集聚理论中知识溢出和劳动力池是产业集聚动因的观点。一方面，知识溢出对电子信息知识产

业集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地区知识产出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效应促进本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而且本地区知识产出也可

以通过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另一方面，电子信息产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不仅限于基础从业人员，对高素

质技术人才也有一定的需求。研发技术人员对电子信息产业集聚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研发技术人员数量不仅能提高本地区电

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水平，而且能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周边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 

(2)政府作用、经济基础、工业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作用不容小觑。政府财政支出、地区工业规模和

对外直接投资会直接影响本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经济基础能对周边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起到显著的溢出作用。 

(3)长江经济带的集聚态势在逐步减弱，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电子信息产业的重心将由东部向西部转移，存在中心向外围

扩散趋势。东部省市电子产业基础雄厚，是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重心，但增长速度缓慢，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

增长势头迅猛，中部四省的产业规模也在稳步提升。从发展趋势看，长江经济带的集聚态势在逐步减弱，电子信息产业的重心

由东部江苏、上海、浙江逐步向西部重庆、四川、贵州转移。 

根据知识溢出与电子信息产业聚集之间实证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未来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第一，加大创新扶持力度。一方面，运用财政、税收等政策手段，在完善市场体系的同时鼓励企业或其它组织增加研发投

入，增强知识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完善各项激励机制，积极引进和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科技人才，做好人才保障机制，引

导具有高知识存量的区域向低知识存量的邻近地区进行溢出。 

第二，促进高素质人才的交流互动。重视和加强人员的交流互动，推动集群内高素质人才的联系。不仅要加强各个产业在

创新活动中的相互合作，也要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推动区域间人才交流互动，提高不发达地区在知识流动方面的融入程度，

改变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第三，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使技术创新者，也就是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利益

在法律上得到保护。加强执法力度，落实对侵权行为的惩治措施，有效地保护知识生产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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